
子（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日语广播员）、赵安博（延安日本劳农学校副校长）、黄乃（《解放日报·〈敌情〉》
副刊主编）等对日工作者充满波折的生平。井上久士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の捕虏政策の确立》（藤
原彰、姬田光义编：《日中战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战活动》，青木书店１９９９年版）一文，阐明了
野坂参三到达延安以后俘虏政策的改进。赵新利所撰《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対日プロ
パガンダ戦術·戦略》（早稻田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１年版），从二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共的对日工作。

在国际问题方面，高桥伸夫的《中国革命と国际环境》（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６年版）一书认
为，毛泽东以理解和利用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独特观点，保持着与共产国际相对独立的考察国际局势演
变的思路。抗战末期，为了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并给国民政府施压进而实现联合政府，中共被迫接受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但内战将至时中共则主动摆脱了这种框架。加藤公一的《中国共
产党の对米认识とソ连の对日参战问题》（《历史学研究》第７５１号，２００１年）一文，论述了中共面对抗
战末期出现的新局势，如美国登陆中国作战和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主动灵活地应对，尽可能利用
苏美力量以建立对己有利的局势。
总之，近些年来日本学界对中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的课题研究，作为从宏观角度阐释近现代中国

社会变动与政治权力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方
法上也向着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深入展开与综合联系上有所突破，开始注重中国革命
与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间的关系及两者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研究思路上也与中国同行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这是日本学界日益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相信，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方
法上，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取得更大成就。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２５
作者丸田孝志，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学学部教授。

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王 爱 云

近年来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新的研究
项目不仅为欧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变欧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欧美主导的国际合
作共同研究经久不衰，中国学界正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美在转移研究重点、开辟新的研究
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这一切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值得国内学界同人关注。

一

在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中，美国、加拿大向来为执牛耳者，他们设立前沿研究项目，组织国际
学术活动，涌现出傅高义、麦金农、卜正民、戴安娜·拉里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知名学者。值得注意的
是，近年来，以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心，欧洲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迅速崛起，成为国际上不可
小觑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力量。

自２００７年起，在英国利华休姆信托基金（ＬｅｖｅｒｈｕｌｍｅＴｒｕｓｔ）资助下，牛津大学设立“中国抗日战
争研究项目”（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由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主持，团队成员有赖小
刚、海伦·施奈德、聂洪萍、马修·约翰逊、艾伦·威廉·穆尔等近十人。该项目致力于通过对中国抗
日战争的历史研究，分析战争对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影响，促进西方社会对战时、战后中
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有全面客观的了解。

该项目自成立以来非常活跃。首先，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拉纳·米特等研究人员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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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欧洲东亚研究》《近代亚洲研究》《中国历史评论》等杂志发表诸多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
抗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如赖小刚的《跃向胜利：山东省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财政力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荷
兰：布里尔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拉纳·米特的《中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为生存而奋斗》（企鹅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阿伦·威廉·穆尔的《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等等。其次，主办或合办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欧美、中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抗日战
争研究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如２００８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的“二战在亚洲和欧洲：战争、记忆与和
解”会议，２００９年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意大利与中日战争”学术会议，２００９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
“如何讲述故事：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讨论会，２０１０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日关系长
弧：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合作和冲突”会议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国历史：过去与现状”会
议，２０１１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的“东亚的战争与冲突：关于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新思路”会议和
在牛津大学召开的“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会议、在杭州举办的“蒋介石与
二战”会议，２０１２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研讨会。再次，
邀请国际上一些知名专家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报告，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例
如２００８年邀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新动态”的报告，２００９年邀请
剑桥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专家方德万研讨“二战的结束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邀请华威大学克里斯蒂
安·赫斯博士研讨“从殖民港到生产城市：战争、工业化与大连的定位，１９３７～１９５５”，２０１１年邀请莱
斯特大学托比·林肯作关于“占领局限的映像：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恢复与重建”的报
告，等等。复次，积极参加欧洲及国际间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活动，或撰写学术论文，或举行学术
讲座。该项目还联合蒋经国基金会、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翰·费尔基金、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近代
亚洲研究》编辑部，组织欧洲的抗日战争研究人员撰写了９篇文章，作为“二战中的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经历、记忆与影响”（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专刊发表
于《近代亚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通过这些活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
中国、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成为目前西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最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
此外，在欧盟研究基金组织———欧洲研究委员会（ＥＲＣ）的资助下，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

设立了“战争罪行与帝国项目”（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致力于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日本帝国主义
的衰落及战后东亚为合法性而奋斗拼搏的历程，探究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自我重新定义并
于１９４５年后走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阴霾。该项目由日本研究专家顾若鹏主持。自２０１３年至今，
该项目组织召开了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分别为“国际战争罪行审判中的台湾战犯”“战后日本的衰
落”“媒体对东亚历史形成的影响”，并邀请中国、美国等知名学者开办一系列讲座，同时发表与出版了
一些研究成果。例如，顾若鹏的著作《人鬼人：日本的战争罪行与中国的公平正义》（哈佛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集中研究战后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司法审判和政策取向，分析最终造就冷战期间东亚现
实政治格局的、复杂的中日政治较量，展现出当时形成的冷战因素，有助于了解当下西方史学界对日
本在华战争罪行及战争罪行审判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二

欧美学者一贯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来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早在２０００年，哈佛大学傅高义就
联合日本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山田辰雄、中国大陆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共同发起组织“中日战争国际共同
研究项目”（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旨在促进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
国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上的合作。该项目成立后，已经于２００２年在美国波士
顿、２００４年在美国夏威夷、２００６年在日本箱根、２００９年在中国重庆、２０１３年在中国重庆连续召开了五
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分别为：战时中国地方问题，中日战争军事历史，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战
时国际关系，二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目前该项目已经从最初包括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加拿大４
个国家的学者，扩展到涵盖英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１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切实成为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跨国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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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重庆召开，为中国学者参与其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中国
学者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逐步进入西方主流学界。在２００９年的会议上，“重庆抗战工程”和“中
国抗战大后方”的概念首次推向国际学术论坛，得到积极回应。会议发出了《重庆倡议》，充分肯定重
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到２０１２年１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邀请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４位成员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途径和
新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欧美学界主导的另一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是２０１２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牵头组

织的“重写抗战史，１９３１～１９４５”联合研究项目（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它致力于利用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文献等国民党档案新史料，组织中国大陆
和台湾、日本、美国的历史学者共同撰写一部抗日战争史。由于撰写者背景不同、立场各异，尤其是中
日学者在七七事变性质、南京大屠杀人数等问题上的争议，该项目存有较多争论，不得不每年在胡佛
研究所就争议问题展开讨论，邀请国际上相关专家参与评议。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多名学者作为评议
专家出席“重写抗战史”工作坊。例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多次参加“重写抗战史”项目的讨论
会议，发表了对抗战历史若干问题的看法。通过参与国际学术合作，我国学者的研究逐渐被西方抗日
战争研究学界所重视和接纳。

三

综观近年来欧美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内容，首先其研究重点发生明显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欧美的抗日战争研究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敌后战场而展开，对中共在抗战
时期的革命经验和成功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欧美抗日战争研究重点显然转向国民党统治
区、正面战场以及沦陷区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生态。关于中共抗战的研究成果，据笔者在Ｊｓｔｏｒ、Ｐｒｏ－
ｑｕｅｓｔ这两大学术期刊数据库和Ｅｂｒａｒｙ电子图书数据库所搜索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论文、书评和
图书来看，欧美的专门研究很少，代表作主要有赖小刚的专著《跃向胜利：山东省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
财政力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考察了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山东省的财政收入和供应体系。诸如抗战时期
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改革及其与财政崩溃的关系（如斐利克斯·伯金：“国民党政权的毁灭：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财政崩溃中的行政改革”，《近代亚洲研究》第４５卷第２期，２０１１年３月）、国民党在中国边疆地区
的动员和重建计划（如罗安国：“建设国家，服务前线：抗战时期中国边境地区的动员和重建”，《近代亚
洲研究》第４５卷第２期，２０１１年３月）、国统区新生活运动中的战时动员和国家控制（如富得利卡·
弗兰提：“战争中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８～１９４２年重庆、成都的战时动员和国家控制”，《欧洲东亚研究》
第１１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１９３８年武汉保卫战等国民党正面战场（如史蒂芬·Ｒ·麦金农：《武汉

１９３８：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加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等问题，都是欧美学者关注的内容。
他们还从不同视角对伪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等统治下沦陷区的政治、社会状况等进行研究。例如加拿
大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著的《合作：战时中国的日本代理与地方精英》（哈佛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一书，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上海等地沦陷区的复杂性。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历史系诺
曼·史密斯的《反抗的“满洲国”：中国女性作家与日本的占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是
西方第一本关于伪满洲国妇女史专著，它以日本殖民统治前后伪满洲国女作家的活动和作品为中心，
呈现伪满洲国殖民文学作品的特色，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
其次，欧美研究抗日战争的视角发生重要变化。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东西方冷战等因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美众多二战史
的书写中，只见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场、原子弹和苏联出兵，鲜有关注中国的八年抗战。近年来，欧美
学界认识到以往对中国战场的忽视和遗忘，从而将中国抗日战争纳入整个二战视野，展现了抗日战争
的艰辛历程和中国人民的战时苦难生活，由此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
例如前述拉纳·米特的著作《中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为生存而奋斗》，采用中国视角，对于中国抗日战
争整个战场，包括陪都重庆、沦陷的上海、被屠杀的南京、红色延安的艰难历程给予了全景式叙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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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这场战争对于二战的贡献和战争创伤对中国战后发展的影响。该书认为，战争一结束，中国在
二战中的伟大贡献就被西方忽视和遗忘了。为了进一步阐述其观点，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拉纳·米
特在《国际先驱论坛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又发表了《世界欠中国战争债》（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Ｄｅｂ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一文，指出：“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战胜日本所做的贡献，从未获得过充
分肯定，并且现在也尚未转化成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
在中国视角下，战时难民是欧美学者着墨浓描的对象。例如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历史系教

授萧邦齐的著作《痛苦之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研究了浙江省数以百
万计中国难民恶劣的生存状况。战争带来极大灾难，但也促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迁徙、大交
流。因此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麦金农在《武汉１９３８：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一
书，不仅将难民视为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逃亡者，还把他们作为东南地区先进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
认为东南地区难民大量涌入西部大后方，对当地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穆盛博则
从抗战时期华北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了难民与环境变化的互动关系。他的代表作《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华北
的战争生态：河南省黄河流域》（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战时中国的难民、土地
开垦与军事化地貌：陕西黄龙山》（《亚洲研究》第６９卷第２期，２０１０年５月），研究了１９３８年国民党
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对豫东地区的影响，尤其是造成１０００多万难民流离失所，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安
置河南难民，动员他们在陕西省黄龙山开垦土地，导致了森林砍伐和加速了水土流失。
再次，从长时段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欧美学者对战争记忆尤其是中日两国如何记述和看

待抗日战争有深厚兴趣。２００６年，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吉田敬的著作《日本、中国、美国关于“南
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形成》（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跟踪研究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本、中
国、美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识变化，揭示国内外社会、政治环境对这些认识变化的影响。总体
来看，欧美学者既关注日本教科书中弱化对中国等亚太国家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历史、不愿教育青少年
正确对待过去历史进行反思的状况（参见彼得·卡夫：《日本教科书中的日本殖民主义和亚太战争：表
述的变化及其原因》，《近代亚洲研究》第４７卷第２期，２０１３年３月），又研究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记
忆及其变化。例如，有人分四个阶段考察了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年中国官方历史话语中对于抗战集体记忆的
变迁（参见詹姆斯·赖利：《记住历史，而不是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近代亚洲研究》第４５
卷第２期，２０１１年３月），还有人研究中国战时、战后关于抗日战争记忆由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到强调
日军暴行下中国受害的主题变化（参见柯博文：《书写暴行：战时记述及其当代应用》，《近代亚洲研究》
第４５卷第２期，２０１１年３月）。
欧美学者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视野也在扩展。除了对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等日军暴行

进行专门研究外（如若林正主编：《南京暴行，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复杂化的画面》，博格翰图书２００７年版；丘
培培等：《中国“慰安妇”：日本帝国主义性奴隶的证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不少学者在
东京审判的研究中记述日军的侵华暴行，将二者结合起来，展示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例如夏威夷大学
户谷由麻的《东京战犯审判：二战后对正义的追求》（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日本学者田中利幸、
澳大利亚学者蒂姆·麦科马克、英国学者格里·辛普森共同主编的《超越胜利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
判再检讨》（荷兰尼伊霍夫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都从历史学的角度充分证实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细菌战、
性奴役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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